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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产业的空间格局呈现出跨越行政

边界连续集聚的新态势。 针对传统集聚指标无法捕捉中国产业跨边界连续成片的集聚

现象，本文选择 ＤＯ 指数测度了 ２００８ 年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在连续空间上的集聚程度，并
进一步探索了其驱动因素的空间存在形式。 结果表明：４４％ 的制造业行业是显著集聚

的，且集聚的空间尺度大都在 ０ ～ ３００ｋｍ 范围内。 其中，大企业在短距离范围内高度集

聚，并推动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地理集中，而小企业集聚发生的空间尺度较大，且促进了

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空间集聚。 驱动因素分析表明，空间外部性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具

有地理衰减特征，尤其是知识技术溢出，仅在 １００ｋｍ 范围内发挥作用；而地方保护主义的

阻碍作用呈现空间增强趋势，并在短距离范围内抑制了空间外部性的有效溢出。 本文研

究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全貌，为有效引导产业梯度转移和合理布局奠定

了基础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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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根据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０９），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集中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在达到 １ 万美元之

前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中国人均收入仍低于这个数字，因而，经济活动在地理分布上的集聚

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财政分权制度的推行，中国地方保

护主义加剧，区域市场分割严重，各地区经济活动在狭小的行政区划内集聚，整体上形成了“大分

散、小集聚”的空间分布模式，而基于行政框架的传统产业集聚指标就能较好地对这种产业布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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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刻画（白重恩等，２００４）。 但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市场化改革的日益深化，中国经济活动

不再局限于狭小的行政区划内，产业布局在空间上呈现连续成片的分布特征，形成了从地区分割

向地区统筹、从行政边界内集聚向跨越行政边界集聚转变的空间格局（毛琦梁等，２０１３）。 本文绘

制的 ２００８ 年经济普查数据空间分布 Ｇｉｓ 图①印证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地理分布不仅展现出高度

集聚的空间形态，而且呈现出跨越行政边界连续成片分布的普遍特征。 因此，要想科学测度和判

断中国产业集聚呈现的全新空间特征，亟须突破已有研究广泛使用的基于行政框架的传统集聚指

标，从全国整体视角审视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全貌。
产业集聚的测度一直是新经济地理学及其相关学科富有挑战的基础性工作和难点，主要涉及

空间尺度和行业层次两方面的选择，选择不同的空间尺度和行业层次会严重影响测度结果的科学

性和精确性，其中尤以空间尺度的选择问题最为突出，存在可更改地理单元问题（Ｍｏｄｉｆｉａｂｌｅ Ａｒｅａｌ
Ｕｎｉ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ＭＡＵＰ），即产业集聚的测度结果会因地理单元划分标准不同而改变（Ｏｐｅｎｓｈａｗ，
１９８３；范剑勇、李方文，２０１１）。 产业集聚的本质是企业的集聚，随着微观数据的出现，国内学者在

测度产业集聚时虽已在地理单元的细化上做了很多改进，但仍主要采用传统集聚指标（文东伟、冼
国明，２０１４），将一个在空间上连续分布的产业按不同行政区肢解开来，不仅存在“ＭＡＵＰ”效应，而
且造成空间结构整体信息的缺失（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很难刻画当前中国产业在空间上呈现的跨越行

政边界连续集聚新特征。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提出的基于连续距离的测度方法可以有效处理边界问题，满足

Ｃｏｍｂｅｓ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４）列出的产业集聚度量指标应满足的五个条件———产业间可比、能够控制

产业的整体集聚程度、能够控制企业的规模分布、能够避免可更改地理单元问题、能够对估计值进

行显著性检验，因此 ＤＯ 指数是研究跨边界集聚的理想工具。 第一代以 Ｋｒｕｇｍａｎ 空间基尼系数、
Ｈｏｏｖｅｒ 地方化系数和区位熵为代表的产业集聚测度方法虽然可以衡量产业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
但无法处理企业规模分布问题，即不满足后面三个条件；第二代以 ＥＧ 指数为代表的产业集聚测度

方法考虑了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但仍存在“ＭＡＵＰ”效应，即不满足后面两个条件。 因此广泛使用

的第一代、第二代产业集聚指标无法准确衡量中国普遍存在的跨边界集聚情况。 自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之后，国外有学者开始采用 ＤＯ 指数对任意空间尺度的行业集聚特征进行研究，如
Ｋｌｉｅｒ 和 ＭｃＭｉｌｌｅｎ（２００８）、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等（２０１２）；还有一些学者则将 ＤＯ 指数运用到企业共聚的测度

上，如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８）、Ｅｌｌｉｓｏｎ 等（２０１０）、Ａｌｆａｒｏ 和 Ｃｈｅｎ（２０１４）。 然而 ＤＯ 指数在国内

鲜有实际应用，两篇相关的文献为何玉梅等（２０１２）和袁海红等（２０１４）。 何玉梅等（２０１２）在简化

ＤＯ 指数和 Ｍ 函数的基础上构造了行业相对集聚指数，但该指数不满足 Ｃｏｍｂｅｓ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４）
列出的五个条件。 ＤＯ 指数在国内的真正应用是袁海红等（２０１４），作者利用 ２０１０ 年北京企业数据

对北京三位数制造业行业的 ＤＯ 指数进行了研究。 但北京市作为直辖市，通常被视作一个整体，进
一步挖掘内部的集聚特征可能意义相对较弱；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市承担着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和

文化中心的多重功能，其产业构成和空间分布尤为特殊，并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特征，难以进行跨

国间比较。 由于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是在全国范围内演进的，而不局限于任何狭小的行政空

间，因此利用 ＤＯ 指数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制造业的集聚情况进行全新解读是有理论和现实需要

的。 同时，现有关于 ＤＯ 指数的研究缺乏对连续空间上产业集聚驱动因素及其作用范围的考察，本
文将结合中国转型背景给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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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并未报告 ２００８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 Ｇｉｓ 图，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要。



本文旨在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首先，在数据上，考虑到小企业亦是中国产业集聚的重要推动

力（Ｌｏｎｇ 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本文以目前可获得涵盖制造业企业最全、最新的 ２００８ 年中国第二次经济

普查数据作为基础，而多数学者使用的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会对中国制造业的集聚特征

造成一定程度的认识偏差；其次，在方法和视角上，为避免当前以行政区分割测度产业集聚存在的

问题，在对企业进行精准定位的基础上，选择 ＤＯ 方法进行了任意空间尺度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集

聚与分散的测度研究，从中国整体视角全新解读中国产业集聚现状，并将测度结果与传统指标做

了全方位的比较；最后，弥补了当前使用基于行政区、没有空间内涵的统计指标探讨集聚驱动力的

缺陷，将空间外部性置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中，对连续空间上中国制造业集聚的驱动因素及其作

用范围进行了全面追踪，这不仅是对国外 ＤＯ 指数应用的一大推进，也为国内探索产业集聚空间存

在形式提供了全新的审视视角。

二、 产业集聚的测度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产业集聚的测度方法

本文主要借鉴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提出的以企业间地理距离为基础的 ＤＯ 指数对中国

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集聚程度进行测度，以弥补传统测算方法基于行政区框架肢解连续空间的缺

陷。 依据 ＤＯ 指数的构造思路，测度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１ 估计核密度函数。 对于任意一个制造业行业 Ａ，首先测算该行业内所有企业对之间的欧式

距离。 若行业 Ａ 存在 ｎ 家企业，则可以获得 ｎ（ｎ － １） ／ ２ 个不同的双边距离。 然而，由于各种误差

的存在，欧式距离仅是真实距离的一种近似，因此使用核平滑（ｋｅｒｎｅｌ⁃ｓｍｏｏｔｈ）来估计双边距离的分

布。 记 ｄ ｉｊ为企业 ｉ 和企业 ｊ 之间的欧式距离，那么，对于拥有 ｎ 家企业的行业 Ａ 来说，其任意距离 ｄ
上的双边距离密度（Ｋ⁃ｄｅｎｓｉｔｙ）估计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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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ｆ 为高斯核函数，ｈ 为带宽。 同时，边界问题采用反射法进行处理。
２ 构建反事实。 假设中国制造业所有企业的区位构成了任意一家企业的可能区位集合，且企

业可以随机地从该集合中选择自身的区位。① 在每一次模拟中，随机抽取与考察行业企业数相同

数量的区位，然后估算这些区位之间的双边距离及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函数。 上述过程可以控制制造业整体

的集聚程度。 与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类似，对每一个行业进行 １０００ 次模拟。②

３ 建立置信区间。 通过比较某一行业的实际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估计值和相应模拟分布的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估

计值可以判断该行业是否集聚。 具体地，首先构造了包含随机抽取的 ９５％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估计值的双边

置信区间。 借鉴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的做法，本文依次建立了 ０ ～ １１００ｋｍ③ 的局部置信区

间和全局置信区间，从而使随机抽取的 ９５％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估计值高于下置信带的值且另外 ９５％ 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估计值低于上置信带的值。 由于局部置信区间只能反映某一特定距离上行业集聚与分散

１０１

①
②
③

一个区位由一家企业占据，当存在两家企业记录相同的单位地址时，它们被识别为两个不同的区位。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指出更多的模拟次数得到的结果类似。
与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类似，本文选择中国制造业所有企业之间双边距离的中位数作为阈值，阈值大约为

１１００ｋｍ。



的局部信息，而不能捕捉全局集聚和分散的情况（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因此与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８）、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等（２０１２）类似。 本文接下来重点考察全局置信区间。
全局置信区间是多个距离上局部极值的联合估计，通过对多个距离上局部极值进行插值可以

获得 ９５％的全局置信区间。 记ＫＡ（ｄ）为行业 Ａ 的上置信带的值，ＫＡ （ｄ）为行业 Ａ 的下置信带的

值。 如果行业 Ａ 在 ｄ∈［０， １１００］区间中至少一个距离上出现 Ｋ^Ａ（ｄ） ＞ ＫＡ（ｄ），则认为行业 Ａ 在

５％置信水平上是全局集聚的；另外，如果行业 Ａ 在 ｄ∈［０， １１００］区间中至少一个距离上出现 Ｋ^Ａ

（ｄ） ＜ ＫＡ（ｄ），且在任何距离上均没有出现集聚，那么认为该行业在 ５％ 置信水平上是全局分散

的。① 对于任意一个行业 Ａ，可以进一步定义全局集聚指数：

ΓＡ（ｄ） ＝ ｍａｘ｛ Ｋ^Ａ（ｄ） － ＫＡ（ｄ）， ０｝ （２）

及全局分散指数：

ΨＡ（ｄ） ＝
ｍａｘ｛ＫＡ（ｄ） － Ｋ^Ａ（ｄ）， ０｝　 ｉｆ ∑ ｄ ＝ １８０

ｄ ＝ ０
ΓＡ（ｄ） ＝ ０

０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 （３）

如果 ΓＡ（ｄ） ＞ ０，则行业 Ａ 是全局集聚的；而如果 ΨＡ（ｄ） ＞ ０，则行业 Ａ 是全局分散的。
为了更好地诠释和理解该方法，图 １ 给出了四个典型制造业行业的实际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估计值及局

部和全局置信区间。 图 １（ａ）中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４０３）的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估计值在 ０ ～ ３００ｋｍ 内均高

于全局上置信带的值，表明在此范围内其呈现出集聚特征。 进一步绘制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企业

的空间分布图可知，该产业主要集聚于长三角一带。 这可能是由于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作为一种

高新技术产业在长三角人才优势的驱动下逐步在该地区形成产业群；而图 １（ｂ）中屠宰及肉类加工

业（１３５）的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估计值在整个考察范围内几乎都低于全局下置信带的值，因此其在 １１００ｋｍ
范围内表现出分散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屠宰及肉类加工业对原料产地的依赖程度较高而且易腐，
较难进行长距离运输；不同于上述两个行业，图 １（ｃ）中兽用药品制造业（２７５）的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估计值

位于两条全局置信带之间，在整个考察范围内并未出现全局集聚或全局分散；图 １（ｄ）中轮胎制造

业（２９１）的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估计值具有两个峰值，意味着在 １１００ｋｍ 范围内该行业存在两个集聚区，其企

业空间分布图显示这两个区域为山东半岛和江苏南部，两者之间的距离大约为 ５００ｋｍ。② 综上而

言，ＤＯ 指数能够较为准确地捕捉现实中中国企业空间分布的各种情形。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为 ２００８ 年中国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中的制造业行业（二位数代码 １３ ～
４２），该数据提供了企业名称、详细地址、行业类型、就业人数等企业信息。 在行业层次上，选择三

位数行业进行研究，这是由于有些四位数行业包含的企业数较少，难以对其展开集聚分析。 ＤＯ 指

数以连续空间为基础，需要计算企业间的两两距离，为此本文使用 ｘＧｅｏｃｏｄｉｎｇ 软件，以百度地图

ＡＰＩ 为接口，通过企业名称和详细地址对企业进行空间定位，获取相应的经纬度信息，并进一步将

所获得的地理坐标转换为投影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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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定义全局分散时，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指出，由于所有距离上的 Ｋ^Ａ（ｄ）值的加总和为 １，因此，如果一个行业在

短距离上高度集聚，那么在长距离上则会出现分散。 所以，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认为只需考虑短距离的分布情况。 为了方

便行业间比较，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选择了所有企业之间双边距离的中位数作为阈值，考察该段距离上行业是否集聚。
限于篇幅并未报告这四类制造业行业企业的空间分布图，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要。



图 １　 中国四大制造业行业的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估计值、局部和全局置信区间

三、 测度结果与分析

（一）中国制造业集聚与分散的总体空间特征

１ 中国制造业集聚与分散的概况。 本文主要测度了 ２００８ 年中国三位数制造业行业的 ＤＯ 指

数。 总体而言，在 １６７ 个行业中，有 ７３ 个（４４％ ）表现出全局集聚特征，３８ 个（２３％ ）呈现出全局分

散特征，还有 ５６ 个（３３％ ）集聚或分散特征并不明显，这与文东伟和冼国明（２０１４）使用 ２００８ 年工

业企业数据库测度的 ＥＧ 指数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他们发现几乎所有三位数制造业行业的 ＥＧ 指

数均大于 ０，表明中国制造业在三位数层面大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集聚。 造成差异的原因可能是：
数据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未包含规模以下非国有企业，从而不能反映中小企业的集聚情况；指标

上，ＥＧ 指数不仅存在“ＭＡＵＰ”效应，而且测度的是就业人员的集聚程度，而不是企业的集聚程度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①

２ 中国制造业集聚与分散的空间尺度考量。 图 ２ 显示了每个距离上全局集聚与全局分散的

三位数制造业行业个数。 与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对英国制造业、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等（２０１２）对日本

制造业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中国大部分制造业行业亦在短距离范围内集聚。 集聚行业个数在 ０ ～
３００ｋｍ 处达到最大值，之后迅速下滑，直至 ７００ｋｍ，并在 ９５０ ～ １０５０ｋｍ 处略有回升，这与 ＥＧ 指数测

度的产业集聚发生的距离范围大相径庭。 由 ＥＧ 指数的构造可知，当行业范围给定时，选择的地理

单元越小，越会使行业或企业的地区分布更广泛、更均匀。 也就是说，ＥＧ 指数的测度结果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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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下文我们利用就业人数对企业进行加权分析，考察的集聚对象变为企业就业人员，此时我们可以将这两个指标做相应的

对比，具体内容详见本节的第四部分。



在小尺度空间范围内产业更倾向于分散，而在大尺度空间范围内产业更倾向于集聚（Ｅｌｌｉｓｏｎ 和

Ｇｌａｅｓｅｒ，１９９７；文东伟、冼国明，２０１４）。 同时，由图 ２ 亦可知，与集聚行业个数的空间格局不同，分散

行业个数在每个距离上分布都较为均匀。

图 ２　 不同距离上全局集聚与全局分散的制造业行业数

图 ３ 弥补了图 ２ 未提供行业集聚与分散程度的整体空间信息。 基于式（２）和式（３），本文将每

个距离上所有行业的集聚和分散程度指标分别定义为 Γ（ｄ） ＝∑ＡΓＡ（ｄ）和 Ψ（ｄ） ＝ ∑ＡΨＡ（ｄ），以
捕捉不同距离上三位数制造业行业集聚与分散的总体特征。 如图 ３ 所示，行业最大集聚程度发生

的空间尺度亦较小，短距离集聚程度远高于长距离集聚程度；同时，行业分散程度与分散行业个数

的距离分布也基本一致，在各个距离上变化不大。 综合图 ２ 和图 ３ 可知，中国制造业三位数行业的

集聚大多发生在短距离范围内，这与英国和日本制造业的空间分布特征相类似。

图 ３　 不同距离上制造业行业整体的全局集聚与全局分散程度：Γ（ｄ）和 Ψ（ｄ）

３ 中国制造业集聚与分散的行业层次考量。 本文进一步运用 ＤＯ 指数测度了中国三位数制

造业行业下属四位数行业的集聚与分散程度，从更细化的行业层次考察中国制造业集聚与分散的

总体特征。 在 ２００８ 年的普查数据中，有 １０２ 个三位数制造业行业被进一步细分成 ４１６ 个四位数行

业，其中 １８６ 个（４５％ ）四位数行业表现出全局集聚特征，９７ 个（２３％ ）呈现出全局分散特征，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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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个（３２％ ）集聚或分散特征并不显著，这与三位数行业集聚与分散的总体趋势十分接近。 然而，
由于各三位数行业包含的四位数行业个数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将四位数行业结果与对应三位数行

业进行比较将更有意义（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
具体深入比较三位数行业与下属四位数行业的空间分布模式可知，三位数行业的空间分布模

式与大多数下属四位数行业基本一致。 如果三位数行业表现出较强的集聚（分散）空间形态，那么

下属四位数行业的集聚（分散）特征将会更加明显；然而，也存在一些三位数行业，其空间分布模式

与下属四位数行业不同，如日用塑料制造业（３０８）和稀有稀土金属冶炼业（３３３），其空间形态是分

散或随机分布的，但下属四位数行业既有集聚的也有分散的，反映出研究细化产业的重要性，越细

化的行业层次越能正确度量技术外部性，从而越能全面捕捉行业集聚的客观事实特征（邵朝对等，
２０１６）。 但越细化的行业层次，其规模亦越小，此时全局置信区间会变大，越不易拒绝随机分布的

原假设（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如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业（２６６）和肥料制造业（２６２），整体上表

现出一定程度的集聚或分散，但下属四位数行业多数是随机分布的。 因此虽然四位数行业能更细

致地刻画行业的空间分布模式，但其代价是全局置信区间变大，测算精度下降，这进一步佐证了本

文选择三位数行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集聚与分散的具体空间特征

由于不同的制造业行业具有不同的要素组合和技术结构，从而不同行业企业的空间区位决定

因素存在较大差异，最终不同行业的空间聚集形态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因此，本文接下来对

中国三位数制造业细分行业集聚与分散的具体空间特征进行考察。 为了测度制造业各细分行业

的集聚与分散程度，参照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的做法，将每一个行业各距离水平上的全局集

聚指数和全局分散指数进行加总，得到可以衡量制造业各细分行业跨不同距离的集聚程度与分散

程度指标，即 ΓＡ ＝∑１１００
ｄ ＝ ０ΓＡ（ｄ）和 ΨＡ ＝∑１１００

ｄ ＝ ０ΨＡ（ｄ）。
１ 中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集聚与分散程度。 为了便于解读不同行业集聚与分散的具体空

间特征，将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分别依据上述跨不同距离集聚程度指标和跨不同距离分散程度指标

进行降序排列，具体结果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表明，只有少数几个行业呈现出高度集聚或高度分散的

空间分布特征，与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等（２０１２）的结论相一致，也与文东伟、冼
国明（２０１４）利用 ＥＧ 指数的测度结果相契合。

图 ４　 中国各细分行业全局集聚与全局分散程度的等级分布：ΓＡ 和 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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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集聚程度最高和分散程度最高的制造业细分行业。 作为图 ４ 的延伸，本文还整理了集聚程

度最高和分散程度最高的十大三位数制造业行业，①发现集聚程度最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

集型行业和一些技术密集型行业，这符合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现实，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产业

空间布局仍处在一个由劳动力市场需求和成本驱动的集聚状态；而分散程度最高的行业主要集中

在原料指向型和市场指向型行业，这是由于该类行业的产品不便于储存或长距离运输。 进一步与

何玉梅等（２０１２）的测度结果比较发现，本文得到的十大集聚程度最高的行业和十大分散程度最高

的行业与之大都不同。 可能的缘由是，首先，他们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测度，而工业企业数据

库并不包括规模较小企业，Ｌｏｎｇ 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基于 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０４ 年普查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

大量中小企业亦是中国制造业大规模集聚的主要推动力；其次，何玉梅等（２０１２）以企业所在地邮

编代码区对应的坐标近似代表企业的地理坐标，而同一个邮编代码区可能包含较多企业，导致模

拟行业中出现多个相同区位，这会使测度结果出现偏差；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简化 ＤＯ 指数和 Ｍ
函数基础上构造的相对集聚指数不能进行显著性检验，因而不能科学地给定判断集聚或分散的唯

一数值，只能人为指定划分标准。 而本文的方法对指标进行了显著性检验，避免了人为划定标准

的不唯一性和随意性。
（三）考虑企业就业权重的中国制造业集聚与分散空间特征

上述内容以企业为基本研究单位对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做了较为深入的解析，本部分

将利用就业人数对企业进行加权，既可以以企业员工为基本研究单位来进一步揭示中国制造业集

聚与分散的空间模式，还能够反映规模较大企业的分布特征。
１ 考虑企业就业权重的核密度函数。 首先需要计算行业内不同企业员工之间的两两距离，在

此基础上将企业 ｉ 的就业人数记为 ｅ（ ｉ），将企业 ｊ 的就业人数记为 ｅ（ ｊ），那么考虑企业就业权重的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函数为：

Ｋ^ｅｍｐ
Ａ （ｄ） ＝ １

ｈ∑ ｎ－１

ｉ ＝ １∑
ｎ

ｊ ＝ ｉ＋１
ｅ（ ｉ）ｅ（ ｊ）

∑
ｎ－１

ｉ ＝ １
∑

ｎ

ｊ ＝ ｉ＋１
ｅ（ ｉ）ｅ（ ｊ） ｆ ｄ － ｄｉｊ

ｈ
æ
è
ç

ö
ø
÷ （４）

上式赋予规模较大企业更大的权重，因此间接反映了大规模企业的空间分布模式。② 同时，与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相一致，本文不考虑企业内部员工集聚引致整个产业集聚的情形，即不

考虑“０”距离。
２ 考虑企业就业权重的中国制造业集聚与分散总体特征。 考虑企业就业权重后，１６７ 个三位

数制造业行业仅有 ５７ 个（３４％ ）行业表现出全局集聚特征，与基准分析（７３ 个）相比，集聚行业个

数明显减少［见图 ５（ａ）］，从侧面反映出中小企业亦是中国产业大规模集聚的主体，同时也进一步

印证了由于未考虑规模以下企业，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衡量的制造业集聚程度可能存在较大的失

真；而分散行业个数与基准分析（３８ 个）十分接近，为 ３７ 个（２２％ ）；没有显著集聚或分散趋势的行

业个数则增多。 进一步由图 ５（ｂ）可知，虽然考虑企业就业权重的集聚行业有所减少，但短距离范

围内的集聚程度却大幅提升，相较于基准分析，全局集聚指数的峰值更大，且在短距离范围内图形

更狭窄，表明中国大企业更倾向于在短距离范围内集聚。 通常而言，大企业凭借规模优势和成本

优势，也具有区位选择优势，倾向于选择经济活跃区，进而在较小空间尺度的经济活跃区内形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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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并未报告该结果，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要。
根据式（４），拥有 １０ 个就业人数的企业间距离权重是拥有 １ 个就业人数的企业间距离权重的 １００ 倍。



企业的高度集聚形态，同时较短的空间距离意味着企业来往越频繁，越有利于企业充分吸收集聚

效应以成长为大企业。 而中小企业集聚发生的空间尺度较大，现实中一般表现为中小企业在大企

业周边区域形成多个集聚区以吸收外溢辐射。

图 ５　 考虑企业就业权重的不同距离上中国制造业行业集聚与分散总体特征

同时，考虑企业就业权重的制造业三位数行业空间分布模式亦受下属四位数行业空间分布模

式的影响。 考虑企业就业权重的四位数集聚行业个数明显减少，仅有 １３２ 个（３２％ ）呈现出全局集

聚特征，因此考虑企业就业权重的全局集聚三位数行业个数亦大幅减少；考虑企业就业权重的没

有显著集聚或分散趋势的四位数行业个数则明显增多，达到 １８７ 个（４５％ ），这是由于基准分析中

有较多的三位数行业如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的制造业（３５４）下属四位数集聚行业在考虑企

业就业权重后不再具有集聚趋势，而是呈现出随机分布特征。
３ 考虑企业就业权重的制造业细分行业集聚与分散具体特征。 深入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后发

现，与基准分析类似，只有少数几个行业呈现高度集聚或高度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但其中的十大

集聚程度最高和分散程度最高行业则与基准分析不尽相同。① 对比分析可知，考虑企业就业权重

的集聚程度较高的制造业细分行业主要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原先高度集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的集聚程度却大幅下降，这表明中国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集聚主要由规模较大企业推动，而中小企

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则促进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空间聚集。 进一步地，将所有制造业细分行业按集

聚程度降序排列，计算了基准分析与考虑企业就业权重两者结果的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发现

两者的相关系数仅为 ０ ３９，再次佐证了中小企业亦是中国制造业大规模集聚的主体；就分散行业

而言，虽然考虑企业就业权重的十大分散程度最高行业与基准分析中不完全相同，但仍主要集中

在一些资源导向型或市场导向型制造业，反映出运输成本对相关企业选址的重要性。
综上而言，无论以企业为基本研究单位还是以企业员工为基本研究单位，本文分析均表明中

国制造业在空间上大规模集聚是由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共同推动的。 在一些行业，如大部分技术密

集型行业，大企业是集聚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在另外一些行业，如大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小企

业则是集聚的绝对主体。 因此，在分析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形态时，不考虑中小企业的空间分布

特征会造成分析结果的严重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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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并未报告考虑就业权重的十大集聚程度最高和分散程度最高行业，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要。



（四）与 ＥＧ 指数的比较

ＥＧ 指数作为第二代集聚指标，以就业人员为基本研究单位，不仅能够控制行业的整体集聚程

度和企业的规模分布，而且简单易算，被广泛使用。 但该指标存在可更改地理单元问题的较大缺

陷，对于产业跨边界集聚现象较为普遍的国家而言，该指数的测度结果可能并不准确。 本部分进

一步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 ＥＧ 指数或 γ 指数，并将其与本文考虑企业权重后的 ＤＯ 指数测

度结果进行比较。① 本文发现，无论选择何种地理范围和行业范围，用 ＥＧ 指数测度的 ２００８ 年中国

制造业集聚行业个数占比都在 ９８％左右。 而本文考虑企业就业权重后 ＤＯ 指数的测度结果显示：
２００８ 年中国三位数制造业集聚行业份额为 ３４％ ，分散行业份额为 ２２％ ；下属四位数制造业集聚行

业份额为 ３２％ ，分散行业份额为 ２３％ 。 接着，我们将制造业各细分行业按 ＥＧ 指数大小降序排列，
进而选择一个 ＥＧ 阈值以保证 ３４％的三位数行业或 ３２％的下属四位数行业是集聚的，发现那些被

ＥＧ 指数识别为弱集聚的行业在 ＤＯ 指数测度下大多呈现出无明显空间分布趋势或分散特征。 这

说明没有进行显著性检验人为划分集聚标准的 ＥＧ 指数在识别集聚行业时可能存在较大偏差。 深

入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两个指标体系的测度结果亦存在较大差异。 就集聚程度最高的行业而言，
县级三位数层面 ＥＧ 指数衡量的十大集聚程度最高行业与本文考虑了企业权重后 ＤＯ 指数衡量的

十大集聚程度最高行业仅 ５ 个是相同的，两者的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仅为 ０ ２２，且不显著。 进

一步对比两个指标的测度结果还可以发现，在 ＤＯ 指数下呈现双峰集聚特征的行业一般被 ＥＧ 指

数判定为弱集聚行业，如前文作为示例的轮胎制造业（２９１），其在山东半岛和江苏南部各自形成了

一个集聚程度较高的产业区，但 ＥＧ 指数的测度结果却表明该行业处于弱集聚行列。 ＥＧ 指数基于

行政区框架肢解了连续空间，将山东省和江苏省视作两个不相关的行政区，因而不能如实反映产

业在空间上连续成片的分布形态。
总的来说，相比于 ＥＧ 指数，利用 ＤＯ 指数衡量产业集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

一，ＤＯ 指数不仅能够处理边界问题，而且能够进行显著性检验，给出判断集聚或分散的唯一数值，
从而避免人为划分标准的随意性和不唯一性。 边界问题会使 ＥＧ 指数低估产业集聚程度，如轮胎

制造业（２９１），这也是为什么当行业范围给定时 ＥＧ 指数会随地理范围的扩大而增大。 但同时，ＥＧ
指数忽略了对随机分布的显著性检验，这会使其高估产业集聚，从而识别出更多的集聚行业个数。
最终两个指标识别的集聚行业个数孰多孰少，取决于边界问题与显著性检验哪个更为重要，本文

的测度结果表明后者占据主导，因此 ＤＯ 指数识别出的集聚行业个数少于 ＥＧ 指数。 第二，ＤＯ 指

数不需要事前划定区域范围，在整个连续空间上进行测度。 ＥＧ 指数一次只能计算一个地理范围

上产业的集聚程度，而 ＤＯ 指数能够一次性展现任意空间尺度产业的集聚状态，尤其是小范围内的

空间分布模式。 第三，ＤＯ 指数能够较为灵活地处理企业规模分布问题。 虽然 ＥＧ 指数能够通过赫

芬达尔指数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企业规模分布，但 ＤＯ 指数更为灵活，可以衡量任何规模企业的集聚

与分散特征（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

四、 理解集聚驱动因素及其作用范围的新视角：ＤＯ 指数的应用

上一部分已用 ＤＯ 指数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任意空间尺度上的集聚与分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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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 ＥＧ 指数和考虑企业就业权重的 ＤＯ 指数均以就业人员为基本研究单位，因此两者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限于篇幅并

未报告 ＥＧ 指数的测算结果，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要。



做了较为深入的解读，发现不同距离范围内各行业的空间分布模式呈现出显著差异。 那么，促使

行业空间分布异质性的因素有哪些？ 这些因素的作用范围多大？ 集聚理论认为，产业集聚主要来

源于三种空间外部性：劳动力蓄水池、中间投入品共享和知识技术溢出（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２０）。 然而，要
全面理解中国制造业在空间上连续集聚的驱动因素，还必须考虑特殊的转型经济背景，转型过程

中形成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混合激励结构导致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开展“以邻为壑”的政府

间无序竞争（周黎安，２００７），大行其道的地方保护主义势必影响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 虽然已

有较多国内外学者探讨了中国产业集聚的驱动力结构，但均使用基于行政区、没有空间内涵的统

计指标（如空间基尼系数、区位熵），将经济集聚的空间连续性和关联性割裂开来。 为此，本文构建

了基于连续距离的 ＤＯ 集聚指标，将空间外部性置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中，对中国制造业在空间上

连续集聚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范围进行全面追踪。 这不仅是对国外 ＤＯ 指数应用的一大推进，亦
为国内探索产业集聚空间存在形式开启了全新的审视视角。

（一）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将计量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ＤＯＡ（Ｔ） ＝ α０ ＋ α１ ｌａｂｏｒＡ ＋ α２ ｉｎｐｕｔＡ ＋ α３ ｔｅｃｈＡ ＋ α４ｇｏｖＡ ＋ α５（ ｌａｂｏｒＡ × ｇｏｖＡ） ＋
α６（ ｉｎｐｕｔＡ × ｇｏｖＡ） ＋ α７（ ｔｅｃｈＡ × ｇｏｖＡ） ＋ βＸ ＋ ｖＡ ＋ εＡ （５）

其中，下标 Ａ 表示行业；Ｔ 表示距离阈值；被解释变量 ＤＯＡ（Ｔ）表示距离阈值为 Ｔ 时行业 Ａ 的

集聚程度，我们以 ５０ｋｍ、１００ｋｍ、３００ｋｍ、５００ｋｍ 及 １０００ｋｍ 五个距离为界划分成五个子连续空间，
以检验各驱动因素的空间作用范围；ｌａｂｏｒＡ 表示行业 Ａ 专业化劳动力的可得性，用来衡量劳动力

蓄水池；ｉｎｐｕｔＡ 表示行业 Ａ 中间投入的可得性，用来衡量中间投入共享；ｔｅｃｈＡ 表示行业 Ａ 获得的

知识技术外溢性，用来衡量知识技术溢出；ｇｏｖＡ 表示行业 Ａ 的地方保护主义程度； ｌａｂｏｒ × ｇｏｖ、
ｉｎｐｕｔ × ｇｏｖ、ｔｅｃｈ × ｇｏｖ 分别表示地方保护主义与三个空间外部性的交叉项，用于探讨地方保护主

义与空间外部性对产业区位分布的互动效应；Ｘ
→

表示控制变量的集合；ｖＡ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εＡ

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与 Ａｌｆａｒｏ 和 Ｃｈｅｎ（２０１４）相一致，本文基于上部分的 ＤＯ 方法构造了可以衡量

任意空间尺度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的指标，计算公式为：ＤＯＡ（Ｔ） ＝∑Ｔ
ｄ ＝ ０［ Ｋ^Ａ（ｄ） － ＫＡ（ｄ）］。

２ 核心解释变量。 （１）空间外部性：同一行业厂商可以根据自己产品需求的变化便捷地从

“劳动力蓄水池”中获得所需的大批劳动力。 与 Ｄｒｕｃｋｅｒ 和 Ｆｅｓｅｒ（２００７）类似，采用行业就业人数占

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的比例（ ｌａｂｏｒ）度量专业化劳动力的可得性；产品数量种类繁多、具有规模经济

的中间厂商可以降低最终产品厂商的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有助于中间投入共享行业形成空间集

聚。 一般而言，行业外购中间投入越大，该行业对中间品市场的依赖程度越高，越能够形成庞大的

中间品市场。 参照 Ｈｏｌｍｅｓ（１９９９）的做法，本文用行业中间投入中外购投入占行业总产出的比例

（ ｉｎｐｕｔ）表示中间投入的可得性；邻近企业可以从知识、技术和人才的交流中获取正外部性，
Ｆｅｌｄｍａｎ 等（２００２）指出，与企业研发投入相比，企业新产品能够更好地反映企业创新能力的积累，
因此使用行业新产品产值占行业总销售额的比重（ ｔｅｃｈ）衡量知识技术溢出。 （２）地方保护主义：在
中国式分权框架下，各地各级政府为确保经济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对利税率较高和与之具有天

然政治经济联系的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保护动机（白重恩等，２００４），因此采用行业国有企业比重

（ｇｏｖ）代表地方政府对该行业的保护程度。

９０１



３ 其余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产业集聚的研究成果，本文还考虑了传统区位因素、新经济地理

要素等在中国制造业空间布局中的作用，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禀赋、产品运输难易程度、运输成本、
规模经济、投资率、贸易开放度。① 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二位数行业固定效应，以吸收特定行

业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效应。
４ 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 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计算空间外部性、地方保护主义和相

关控制变量，理由如下：第一，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并未提供中间投入、新产品产值、出口交

货值等关键变量；第二，由于影响集聚的各因素可能与集聚本身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将解释变量滞

后一期，可以减弱内生问题对本文估计造成的偏误。 同时，还需要 ２００７ 年 １３５ 个部门的中间投入

产出表来衡量行业自然资源禀赋和运输成本特征。
（三）计量结果

１ 基准回归结果。 下表报告了不考虑企业就业权重的中国三位数制造业行业集聚驱动因素

及其作用范围的基准回归结果。 下表中的第（１） ～ （５）列显示，空间外部性仅在短距离范围内对产

业集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衰减特征。 具体而言，劳动力蓄水池

（ ｌａｂｏｒ）、中间投入共享（ ｉｎｐｕｔ）的作用范围为 ３００ｋｍ，而知识技术溢出（ ｔｅｃｈ）的衰减速度更快，仅在

１００ｋｍ 范围内发挥作用。 基于外溢的知识大多为需要面对面交流的默会性知识，难以进行长距离

传递，是一种根植于地域空间的本地化公共品，因此存在更为显著的递减效应 （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和

Ｆｅｌｄｍａｎ，１９９６）；与空间外部性作用明显不同，地方保护主义（ｇｏｖ）在任意空间尺度上均显著抑制

了产业集聚（５０ｋｍ 虽不显著，但已较为接近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并随着距离的扩大抑制作用也不

断增强，这可能是由于空间范围越大，跨越的地方行政单元和层级也会越多和越高，从而使经济活

动面临多重和更强的地方保护阻碍。 第（６） ～ （１０）列进一步引入了地方保护主义与空间外部性的

交叉项，结果显示，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三种外部性作用被局限于更狭小的空间范围，劳动力

蓄水池、中间投入共享的估计系数仅在 ５０ｋｍ 和 １００ｋｍ 范围内显著为正。 由三个交叉项的估计系

数可知，三个数值几乎在所有距离阈值内均为负，并且在 ５０ｋｍ 和 １００ｋｍ 范围内通过了至少 １０％
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地方保护主义既阻碍了地区间劳动力市场、中间产品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也
堵塞了地区间通过交流协作、信息共享与空间协调的知识技术溢出通道，大大增加了各地区获取

生产要素的成本，减弱了各地区之间互通技术与要素的空间关联与经济联系，进而抑制了三种空

间外部性集聚效应的有效发挥。②

　 　 表 １ 中国制造业行业集聚驱动因素及其作用范围的基准回归结果

５０ｋｍ １００ｋｍ ３００ｋｍ ５００ｋｍ １０００ｋｍ ５０ｋｍ １００ｋｍ ３００ｋｍ ５００ｋｍ １０００ｋ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ｌａｂｏｒ
０ ２９∗∗

（２ ２５）
０ ３３∗∗

（２ １４）
０ ２８∗∗

（２ ０１）
０ １１

（１ ３３）
０ １５

（１ ２１）
０ ８７∗

（１ ６８）
０ ９５∗

（１ ９６）
０ ２３

（１ １５）
０ ２１

（０ ９４）
０ ２０

（１ ０８）

ｉｎｐｕｔ
０ １７∗∗

（２ ２２）
０ １６∗∗

（２ ４６）
０ ０６∗

（１ ６７）
０ ０７

（１ ６０）
０ ０３

（１ ０７）
０ ４０∗∗∗

（３ ００）
０ ３６∗∗∗

（３ ２８）
０ ０５

（０ ８５）
－ ０ ０１

（ － ０ ３２）
０ ０１

（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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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并未报告各控制变量的度量和构建过程，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要。
本文还对考虑企业就业权重的三位数制造业行业的 ＤＯ 指数以及不考虑企业权重和考虑企业权重的四位数制造业行业

的 ＤＯ 指数做了稳健性分析，本文的核心结论依旧成立，限于篇幅未报告，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要。



续表 １

５０ｋｍ １００ｋｍ ３００ｋｍ ５００ｋｍ １０００ｋｍ ５０ｋｍ １００ｋｍ ３００ｋｍ ５００ｋｍ １０００ｋ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ｔｅｃｈ
０ ０９∗∗

（２ ３６）
０ ０６∗

（１ ９２）
０ ０１

（０ ３９）
０ ０１

（０ ３６）
－ ０ ０１

（ － ０ ７７）
０ ２２∗∗∗

（３ ０２）
０ １５∗

（１ ９７）
０ ０１

（０ ２６）
０ ０１

（０ ５０）
－ ０ ０４

（ － ０ ３６）

ｇｏｖ
－ ０ ０１

（ － １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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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表中圆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的 ｔ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所有回归均控制行业固

定效应。 限于篇幅并未报告控制变量估计结果。

五、 结论与启示

针对传统集聚指标无法捕捉中国产业跨越行政边界连续成片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选择

ＤＯ 指数利用 ２００８ 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对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任意空间尺度的集聚与分散情

况进行了测度研究，并从空间外部性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的综合视角追踪了中国制造业在空

间上连续集聚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范围。 研究结论主要包括：（１）总体而言，２００８ 年中国 ４４％
的三位数制造业行业表现出全局集聚特征，２３％ 呈现出全局分散特征，还有 ３３％ 的行业集聚或

分散特征并不明显。 由于无法进行显著性检验，广泛使用的 ＥＧ 指数高估了中国产业的集聚程

度。 （２）就具体行业而言，三位数制造业行业集聚发生的空间尺度较小，大都在 ０ ～ ３００ｋｍ 范围

内。 高度集聚或高度分散的三位数行业较少，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技术

密集型行业，分散程度较高的行业则主要为原料指向型和市场指向型行业。 同时，三位数行业

下属四位数行业的空间分布形态亦表现出与三位数类似的空间特征。 （３）考虑企业就业权重

后发现，大企业在短距离高度集聚，并推动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地理集中，而小企业集聚发生

的空间尺度相对较大，且促进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空间聚集。 第四，驱动因素分析表明，劳动

力蓄水池、中间投入共享和知识技术溢出三种空间外部性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呈现明显的

空间衰减特征，尤其是知识技术溢出，仅在 １００ｋｍ 范围内发挥作用，而地方保护主义对产业集

聚的阻碍作用则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强化趋势，并在短距离范围内抑制了空间外部性集聚效应

的有效发挥。
本文为探索中国产业集聚及其驱动因素的存在形式开启了一个从空间连续进行审视的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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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不仅深化了新常态下对中国企业跨越边界连续成片分布客观事实的经验认识，而且对中国

今后产业布局、升级等问题不无借鉴意义。 （１）中国目前集聚程度最高的仍为劳动密集型行业，随
着人口红利的消逝，我们必须以“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等战略推进为契机，盘活空间、优化

空间。 东部要凭借人才等优势资源积极发展高精尖端行业，摆脱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锁定，作为

龙头撬动供给侧和深水区改革；中西部在承接东部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更要基于自身优势发展

特色产业，进而在广阔空间上形成各具特色、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不同产业集聚区。 （２）转变政

府职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让市场在劳动、资本、中间品、人才等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释放

和拓宽空间外部性的溢出范围。 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尚有不足和需要进一

步深入的地方。 比如，囿于庞大的计算时间以及普查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并未考察产业集聚的动

态变化；未进一步利用 ＤＯ 指数深入剖析不同行业之间，甚至同一行业内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区位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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